











     
  “苦”是佛教中的一个重要范畴，人生来就是“苦”（如苦、集、灭、道
中的“苦”）。而在中国古代戏曲中，“苦”戏是悲剧的别称。香港沙田话剧
团以格罗托夫斯基的“贫困剧场”的形式来表现这样一出《苦山行》，其含义
至深至远。它首先体现了导演蔡锡昌先生对人生和社会的哲理性的思考。  
  《苦山行》分作两个片断，一是表现去“苦山”救助失学儿童；二是“行
路上广州”。两个片断都和一个中心主题——“苗圃行动”相关。旨在于救助
失学儿童的“苗圃行动”是一个社会性的主题，但是，蔡锡昌先生却用先锋性
的戏剧方式来表现。我们知道，社会性的主题是建构性的，而先锋性的戏剧是
解构性的，因此它是以解构性的方式来表现建构性的主题（朱寿桐语）。应该
说建构性和解构性，原本是冲突的，但是在《苦山行》中却得到了统一。  
  在《苦山行》的第一个片断中，导演采用了虚拟和写实的方式相结合，一
方面是虚拟性的行路，一方面是“苦山”中，贫穷的母亲生炉炒菜的真实写
照。有人认为这种表现方式在艺术风格上不和谐，而在我看来，这恰恰是导演
的用心良苦，即运用极端的反差来达到对现实人生的透视。在剧中，贫穷的母
亲背着一个摔断了腿的孩子，导演用木偶来表现，同时又配以字幕作纪实性的
解说，使得这个孩子获得了普遍性，即“苗圃行动”希望救助的是普天之下的
失学孩子。因此我们可以把这出剧看作是一个象征，一个寓言。  
  如果说，在《苦山行》的第一个片断是以“苦山”为中心的话，那么，在
第二个片断中则是以“行”为中心。在中国古代的诗词中，“行”可以作两种
解释，一种是具体的“行”，一种则是作为形式的“行”。救助普天之下的失
学儿童的“苗圃行动”，有点类似于佛教中的“普渡众生”的善举。这种善举
不是一种施舍，而必须通过施善者本身的行动来体现，在《西游记》中，唐僧
率众弟子去西天取经，最重要的不是“取经”，而是取经的过程，（剧本是采
用工作坊的边排边写的方式，这种方式是使所有参加演出的人都投入到这出剧
的创作过程中来，）即“西游”，在这里“行”就是“游”。而在剧中，
“行”是通过形体和动作的“苦”来表现的。（尽管这出剧是用粤语演出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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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观众却能基本看懂这出剧的含义，主要是得益于其形体性和动作性）其中
绳子是用来表现这种“行”的“苦”。剧中的一位先行者，在同伴的干扰和
“束缚”中，始终不逾地前行，这个先行者的形象，确实是一位“敢于身殉”
的献祭者的形象。这使得这个剧获得了类似彼得·布鲁克的“神圣剧场”的
“神圣性”，令人肃然起敬。以致于在剧终，当演员将象征“苗圃行动”的一
小盆豆秧送到观众手里的时候，产生了感人心脾的仪式性效应。  
  香港沙田话剧团是一个社区性的剧团，它以“社区剧场”的模式来推广剧
运。  
  对于大陆来说具有借鉴意义。社区剧场必须重视剧作主题的社会性，但是
这种社会性的主题不是说教性的，而是要展开人们的思考空间。社区剧场必须
相应地采用真正意义上的小剧场的“贫困戏剧”方式来演出，因为受到经费和
演出场地的限制。而社区性的演出不仅仅是一个媒介（戏剧本身就是媒介），
而且还是一个社区的仪式，它对于整个社区乃至整个社会具有类似于宗教的凝
聚力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《苦山行》的创作和演出是非常成功的。 
 
